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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 2017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研究了购房和城市福利对

农民工落户意愿的影响。 研究发现, 除了在极少数福利水平较高的特大城市外, 购

买了住房的农民工在城市落户的意愿比未购房的农民工更弱。 更高的城市福利水平

对农民工落户意愿有促进作用, 而在城市购房又对这种促进作用有放大效应。 分样

本考察发现, 农民工中受过高等教育者和雇主, 在城市购房后更不愿意落户。 这说

明, 更有能力落户的农民工反而更不愿意在城市落户, 愿意落户的往往是没有城市

住房且落户能力较弱的打工者。 进一步通过对比购房对农民工和外来市民落户意愿

的影响, 以及购房对农民工落户意愿和留居意愿的影响差异后发现, 落户城市并非

农民工群体的奋斗目标, 而在城市购房的同时保有农村户口并在福利水平较高的城

市长期留居则是其理想生活状态。 鉴于此, 未来 “十四五” 规划期间的农民工市

民化政策, 应对落户促进对象做适当调整, 由有能力者优先落户转变为有需要者优

先落户, 在继续提高各类城市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水平的同时, 将农民工市民化目

标由户籍市民化调整为常住市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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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act
 

of
 

urban
 

housing
 

and
 

city
 

welfare
 

on
 

the
 

rural
 

migrants’
 

willingness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on
 

the
 

basis
 

of
 

2017
 

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
 

is
 

explored.
 

It
 

is
 

found
 

that,
 

with
 

the
 

exception
 

of
 

a
 

few
 

higher-welfare
 

megacities,
 

owing
 

urban
 

housing
 

has
 

negative
 

effect
 

on
 

rural
 

migrants’
 

intention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
 

higher
 

level
 

of
 

city
 

welfare
 

is
 

a
 

promotion
 

of
 

migrant
 

workers’
 

willingness
 

to
 

settle
 

in
 

city
 

and
 

this
 

promotion
 

is
 

amplified
 

by
 

house
 

purchase
 

in
 

the
 

city.
 

A
 

sub-sample
 

survey
 

by
 

age,
 

education,
 

region
 

and
 

occupation
 

indicates
 

that
 

those
 

highly
 

educated
 

or
 

employers
 

among
 

the
 

migrant
 

workers
 

are
 

even
 

more
 

reluctant
 

to
 

settle
 

down
 

after
 

owing
 

urban
 

housing.
 

This
 

moreover
 

highlights
 

that
 

those
 

who
 

are
 

more
 

able
 

to
 

obtain
 

hukou
 

are
 

less
 

likely
 

to
 

have
 

their
 

household
 

registered
 

in
 

cities
 

and
 

those
 

who
 

are
 

eager
 

to
 

settle
 

in
 

city,
 

by
 

contrast,
 

are
 

generally
 

frustrated
 

workers
 

without
 

urban
 

housing
 

and
 

corresponding
 

capacities.
 

Further
 

comparison
 

between
 

the
 

influence
 

of
 

urban
 

housing
 

on
 

rural
 

migrants’
 

and
 

on
 

urban
 

migrants’
 

purpose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nd
 

between
 

the
 

impression
 

of
 

owing
 

urban
 

housing
 

to
 

the
 

intention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nd
 

permanent
 

residence,
 

stresses
 

that
 

settling
 

in
 

the
 

city
 

is
 

not
 

the
 

goal
 

of
 

migrant
 

workers,
 

and
 

staying
 

in
 

higher-
welfare

 

cities
 

and
 

keeping
 

urban
 

housing
 

and
 

rural
 

hukou
 

are
 

their
 

aspirations.
 

In
 

this
 

connection,
 

the
 

citizenization
 

policy
 

of
 

rural
 

workers
 

in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should
 

make
 

some
 

adjustments.
 

The
 

selection
 

criteria
 

of
 

hukou
 

promotion
 

targets
 

ought
 

to
 

change
 

from
 

capacity-based
 

priority
 

to
 

demand-based
 

priority,
 

the
 

various
 

urban
 

public
 

services
 

and
 

city
 

welfare
 

ought
 

to
 

be
 

continuously
 

improved
 

and
 

the
 

target
 

of
 

migrant
 

workers’
 

citizenization
 

ought
 

to
 

be
 

readjusted
 

from
 

citizenization
 

by
 

hukou
 

to
 

citizenization
 

by
 

permanent
 

res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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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rants’
 

in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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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stration
 

一、 引言

自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 年) 》 发布实施以来, 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就成了一项重要的政策目标。 近年来, 国家先后出台了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

改革的意见》 (国发 〔2014〕 25 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推动 1 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

落户方案的通知》 (国办发 〔2016〕 72 号) 等多项政策文件, 全面放开放宽落户限制, 大

力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落户。 其中, 对于农村学生升学和参军进入城镇的人口、 在城镇

就业居住 5 年以上和举家迁徙的农业转移人口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等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生

活的农业转移人口等落户重点群体, 更是要求绝大多数城市全面取消对其落户的限制, 以求

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速度。
然而, 就全国的情况而言, 推动非户籍人口落户城市的政策效果并不稳定, 户籍人口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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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化率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在经过前几年的缩小后, 2017 年之后又再次扩大①。 近年

来, 各大城市纷纷放开放宽落户限制, 甚至掀起了一轮抢人大战, 但实现落户的主要是城市

中的外来市民, 农业转移人口实现落户的数量较少、 比例较小。 一项针对江苏省农民工落户

状况的调查显示, 全省 2 万名优秀农民工仅有 1%已经落户城市; 广东省中山市早在 10 年前

就在全国率先推行积分落户政策, 但真正实现落户的农民工数量微乎其微[1] 。 农民工落户

数量不及预期, 除了是由于部分农民工自身条件还达不到少数特大城市的落户门槛之外, 更

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农民工群体的落户意愿不强。 诸多研究均表明, 在农民工群体中, 愿意

在流入城市落户的比例仅占总数的 1 / 3 左右[2-3] , 且落户意愿远低于留居意愿[4] 。
农民工落户城市的意愿不强, 除了担心将户口迁入城市后有可能会失去农村土地权益这

个原因外②, 大多数城市户籍的含金量不高也是农民工不愿落户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些研究

表明, 农民工仅愿意在北京、 上海等大城市落户, 而中小城市的户籍对他们缺乏吸引力[5] 。
规模较大的城市, 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也较高, 城市福利也较好, 对农民工落户的吸引力也

较大[3] 。 城市住房是影响农民工落户意愿的一个非常微妙的因素: 一方面, 农民工普遍把

买不起城市正规住房作为不愿意落户的主要原因之一[4] , 另一方面一旦实现了城市住房梦,
反而又不愿意退出农村土地承包权, 希望留住农村的根[6] 。 此外, 鉴于城市的公共服务和

社会福利大多附着于区位, 享受城市公共服务往往需要以购房为前提条件[7] , 拥有城市住

房与城市福利水平对落户意愿也可能存在着一定的交互作用。 那么, 上述几个因素对农民工

落户意愿的影响机制究竟如何? 购买城市住房的农民工是更愿意落户成为市民还是反过来更

不愿放弃农村户口? 城市住房和城市福利之间的交互作用机制如何? 总之, 搞清楚这几个问

题, 不但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理解农民工的落户意愿, 而且对制定更为有效的农民工落户

促进政策, 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率提高有着重要帮助。

二、 文献评述、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 文献评述

从已有文献来看, 影响农民工落户意愿的因素包括个体、 家庭、 地域、 制度等多个方

面。 其中, 个体层面的因素主要包括年龄、 性别、 教育水平、 就业质量和稳定性等人口学和

社会学特征[8-11] , 以及认知、 态度、 幸福感等内在心理因素[12-13] 。 家庭层面的因素包括最

大化家庭收益和最小化家庭风险[14] 、 子女生活与教育状况[2] 等。 地域层面的因素则包括户

籍地的农地流转情况[15-16] 、 迁入地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3] 、 迁入地城市的房价状

况[17-19] 、 在迁入地城市工作的时间[20] 、 老家与打工城市距离[21] 等。 此外, 企业劳动关系

等制度层面的因素也影响着农民工在流入地城市的落户意愿[22] 。
已有文献虽然对农民工落户意愿影响因素的分析已经比较全面, 但以购房和城市福利水

平作为落户意愿解释变量的研究并不充分。 例如, 赵文哲的研究表明, 城市房价升高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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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统计数据显示, 相对于 2013 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 “两率差” 最高点 17. 67%, 2015 年和 2016
年的 “ 两率差” 分别下降至 16. 20% 和 16. 15%, 而 2017、 2018、 2019 年的 “ 两率差” 又分别回升至 16. 17%、
16. 21%、 16. 22%。

 

虽然修订后的 《土地承包法》 已明确不得以放弃农村土地权益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失
去农村户籍仍然对农民工继续享有包括土地权利在内的村集体成员权有着实实在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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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成本增加使农民工更不愿意落户现居城市[18] , 但是这一研究并未阐明高房价是如何通

过影响农民工的购房行为这一中介变量进而影响落户意愿的作用机制, 并且很难完全克服其

中的内生性问题。 再如, 林李月、 朱宇将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算出的每个城市流动人口的平均

户籍迁移意愿, 通过主成分分析对得到的城市各因素进行回归, 发现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是影响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核心因素[3] , 但这种方法并未区分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中户籍福利和非户籍福利对落户意愿的不同影响, 并且每个城市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平均值

仍然是一个城市层面的宏观指标, 以这一指标为因变量并不足以解释作为微观个体的农民工

的落户意愿。
研究广义的农民工市民化影响因素的文献中, 对城市住房和城市福利的考察相对较多一

些。 例如, 在对城市住房的考察方面, 韩俊强发现, 相对于工地厂棚集体宿舍, 自有住房和

租房者的融入度更高[23] ; 有学者发现, 更好的住房条件提高了流动人口定居城市的意

愿[24] ; 祝仲坤的研究表明, 住房公积金缴存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有促进作用[25] 。 在对

城市福利的考察方面, 杨晓军发现, 城市公共服务质量有利于促进人口向城市流动, 医疗服

务质量的总体贡献程度最大[26] 。 杨义武等发现基础设施和社会福利等地方公共品的供给对

人口迁移有显著正向影响[27] 。
这些文献的确关注到了城市住房和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等因素, 但是并未聚焦于考察这些

因素对农民工落户意愿的影响, 而是大多以定居意愿、 留城意愿、 退地意愿、 迁移意愿、 永

久迁移、 城市融入程度等与落户相关的概念为被解释变量。 但事实上, 在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的研究中, 落户与这些广义的市民化概念之间的内涵差别相差非常大, 如果不加区分, 对同

一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得出的其对农民工市民化影响方向的结论很可能大相径庭。 例

如, 王常伟的研究表明, 进行了农地流转的农民工倾向于退出土地承包权[6] , 而陈丹却发

现, 对于外出农民工, 农地流转削弱了农民转变户口的意愿[15] 。 再如, 赵文哲、 惠利

(Whalley) 的研究表明, 高房价下农民工难以购房是阻碍其落户城市的原因[18-19] , 而王常

伟的研究表明, 拥有城市住房反而抑制了农地的退出[6] 。 由此可见, 一个概念明确的被解

释变量对这类问题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 鉴于此, 本文将被解释变量明确定义为农民工落户

意愿, 以购买城市住房和包括各类公共服务在内的城市福利为核心解释变量, 来对农民工落

户意愿的影响因素展开分析。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购房成本是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最主要组成部分[28-29] , 住房在社会分层体系中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因素[30] , 而拥有城市正规住房也是农民工能够实现向城市永久性迁移的基本条

件之一[31] 。 普遍认为, 购买城市住房的农民工应该更有能力也更有意愿在城市落户, 国家

也一向将这些在城市实现了稳定居住的优秀农民工作为推进落户的重点人群①。 但事实上,
有着较强落户能力的优秀农民工未必有更强的落户意愿。 研究表明, 如果以购买城市商品房

和就业身份为雇主的农民工作为落户能力强的标志, 则落户能力强的农民工的落户意愿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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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 2016 年出台的 《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 提出, 将在城镇稳定就业居住的农业转移人口
作为落户重点人群, 再如各地普遍曾出台并至今仍保留着的购房落户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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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 在各类农民工的落户意愿中仅位居中游水平[32] 。 相反, 落户意愿较强的反而是购买

了小产权房或保障房、 借房居住的农民工以及无业者。 他们要么是在城镇化进程中被动失地

从而生活无着, 要么是务工不顺利而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由于缺少户籍制度的保障, 在城

市生活中面临种种歧视。 这些落户意愿较强的农民工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就是普遍因居住和

就业面临着一定的合法性压力, 而需要寻求制度上的认同感和安全感, 落户就是他们谋求制

度认同的一种有效手段。 而对于那些已经在城市购买商品房和成功创业了的农民工, 反倒不

需要通过落户来寻求这种认同感。 对于这些能力较强的农民工, 由于已经适应和熟悉了城市

生活, 没有感受到歧视、 心理压力和生活麻烦, 迁移户籍的动力就大大降低[8] 。 因此, 落

户对农民工来说是一种需求层次较低的行为, 买不起房的经济条件较差的农民工更倾向于落

户。 有研究进一步认为, 中国农民普遍固有一种实现从 “小农” 向 “小资” 转变的理想情

怀, 他们往往并不愿意成为靠工资和社保生活的城市产业工人, 而是想当小老板, 更多地买

房置业是他们的普遍追求[33] , 城里有套房, 农村有块地, 是农民工理想的生活状态。 从现

实情况看, 在城市购房但并未落户的农民工在流动人口中已占据相当的比例[34] 。 因此, 对

于经济条件较好并已经实现购房的农民工, 反而可能会更倾向于通过保留农村户口来确保自

己在农村的土地权利。 因此, 我们提出本文的第一个研究假设。
假设一: 购房对农民工的城市落户意愿有负面影响。
影响落户意愿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城市户口所附带的城市公共服务或福利。 显然, 与户

籍挂钩的城市福利水平越高, 户籍含金量越大, 农民工落户意愿也就越强。 但是, 在本轮户

籍制度改革进程中, 越来越多的城市福利已经从户口上剥离出来, 成为普惠式的福利, 许多

城市的公共服务已可以仅凭居住证享有[35] 。 在户籍福利或排他性公共服务的范围越来越小,
非户籍福利或非排他性公共服务的范围越来越大的情况下, 城市户籍所剩余的福利固然还有

吸引力, 但由于非户籍福利不通过落户即可得到, 那么更高水平的非户籍福利则不会对农民

工的落户意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甚至可能因为非户籍福利更高, 反而对农民工通过落户获

得户籍福利的行为产生替代效应[36] 。 与此同时, 教育、 医疗、 社保和就业服务等城市福利

均是有形或无形地附着在住房上的[7] , 仅有城市的集体户口, 而没有将户口落在房产上,
或仅有公共户口, 而没有特定公共服务所在城区的住房, 其享受的城市福利也是受限制的。
也就是说, 城市福利的价值需要通过购房来彰显, 二者存在着一定交互作用。 因此, 我们提

出本文的第二个研究假设。
假设二: 城市户籍福利水平对农民工落户意愿有正面影响, 非户籍福利水平对农民工落

户意愿的影响为负或不显著, 城市福利与购房之间对农民工落户意愿具有正的交互效应。
在城市非户籍人口中, 除了农民工之外, 还有一类是外来市民。 外来市民与农民工在对

待落户问题的态度上有很大差别。 对农民工来说, 户口迁移并不仅仅是改变了其所能享受的

经济福利, 而是一个涉及经济、 社会、 文化等更为复杂因素的选择, 是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

转变。 虽然正式制度已明确不能以退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宅基地使用权、 集体收益分配

权作为农民工进城落户的条件, 但是在农村基层治理实践和人们基于传统乡规民约的观念

中, 当户口从农村迁走后, 包括土地权利在内的诸多农村集体成员权利也就随之弱化乃至消

·93·



　 《人口与经济》 2021 年第 3 期

失。 因此, 农民工在城市落户要面临较高的机会成本。 与农民工不同, 外来市民本身拥有城

市户口, 他们之所以离开原籍地到大城市来工作或学习, 就是为了实现职业层次和社会地位

的提升。 况且对于城市居民来说, 不存在农村土地的羁绊, 在大城市落户不会涉及机会成本

的问题, 因此当他们在通过购房以满足最基本的体面居住条件之后, 立刻就会向大城市身份

认同这一更高的需求层次迈进, 落户意愿自然会更高。 而对农民工来说, 落户和定居是截然

不同的, 购房对农民工落户意愿影响或许是负面的, 但购买了城市住房的农民工理应是愿意

在城市长期留居下去的。 拥有城市住房对农民工落户和定居的不同影响, 也可以从一个侧面

印证假设二中对农民工落户意愿特点的判断。 因此, 我们提出本文的第三个研究假设。
假设三: 购房对城市外来市民落户意愿的影响与对农民工不同, 购房对外来市民的落户

意愿有正面影响; 购房对农民工在城市的留居意愿与落户意愿的影响不同, 购房对农民工的

城市留居意愿有正面影响。

三、 数据、 模型和变量

1.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微观数据来源于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17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

测调查数据。 根据研究的需要, 我们保留数据库中户籍为农业户口和农业转居民户口且户籍

地不在本地的被调查者样本, 同时剔除调查地点在非城市主城区的县和县级市、 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 西藏自治区的样本, 总样本容量为 101688 个。 同时, 根据被调查者所在城市的信

息, 相应地从相关年份的 《中国统计年鉴》 获得有关的城市宏观数据指标。
2. 基本模型

基于理论分析, 城市住房和城市福利将对农民工在城市的落户意愿存在影响, 为了对理

论分析得出的研究假设进行实证检验, 在此建立如下基本计量模型:
registi = β0 + β1housei + β2hujiweli + β3nhujiweli + β4hujiwelhousei +

β5nhujiwelhousei + β6X i + β7Wi + εi

　 　 其中, 在被解释变量中, registi 是被调查者 i 的落户意愿, 当被问及“如果符合本地落户

条件, 您是否愿意把户口迁入本地” 时, 被调查者 i回答“愿意”, 则变量取值为 1, 回答“不
愿意” 或“没想好” 则变量取值为0; 解释变量中, housei 是购房, 当被问及“您现在住房属于

下列哪种性质时”, 被调查者 i 选择“自购商品房”、 “自购保障性住房”、 “自购小产权住

房”、 “自建房” 时变量取值为 1, 选择“单位 / 雇主房”、 “租住私房(合租或整租)”、 “政府

提供公租房”、 “借住房”、 “就业场所”、 “其他非正规居所” 则变量取值为 0; hujiweli 和
nhujiweli 分别是被调查者 i 所在城市的户籍福利和非户籍福利, 这两个变量的设置后面专门

介绍; hujiwelhousei 和 nhujiwelhousei 分别是户籍福利和非户籍福利与购房的交互项; X i 和Wi

分别是个体层面和城市层面的一组控制变量; εi 为随机误差项。
3. 变量设置及描述

为了全面准确地刻画户籍福利和非户籍福利水平, 我们设计了一个可以量化测度城市福

利水平的指标体系。 对于户籍福利和非户籍福利指标, 我们分别下设三个层级的指标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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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度。 在户籍福利一级指标下, 设立教育水平、 医疗卫生、 社会保障三个二级指标, 其中教

育水平二级指标下再设立高考本科录取率、 人均教育财政支出、 中小学师生比三个三级指

标; 医疗卫生二级指标下再设立每万人医院床位数、 每万人医生数两个三级指标; 社会保障

二级指标下再设立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参保率、 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三

个三级指标。 在非户籍福利一级指标下, 设立市政建设、 公共设施、 舒适度三个二级指标,
其中市政建设二级指标下再设立人均道路面积、 人均城市建设维护支出、 建成区绿化覆盖

率; 公共设施二级指标下再设立每万人出租车数、 每万人公共汽车数、 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

书量; 舒适度二级指标下再设立人均生活用水量、 人均生活用电量、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率、 人均宽带互联网接入户数、 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①。
城市福利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所采用的赋权方法是熵值法, 该方法是用 “熵” 的思想来

确定各子系统及构成要素指标的权重, 以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主观赋值法缺陷的一种客观赋

权方法。 对于某项指标, 信息熵值越大, 指标值的变异程度越大, 则该指标在综合评价中所

起的作用越大。 基于熵值法, 我们得到每个三级指标的权重②, 并根据统计年鉴数据, 加权

计算出被调查者所在的每个城市的户籍福利和非户籍福利指标。 限于篇幅, 我们仅列出全国

288 个地级以上城市中户籍福利和非户籍福利排名前 10 位和后 10 位的地级以上城市名单

(如表 1 所示)。

表 1　 全国部分地级以上城市户籍福利和非户籍福利水平值和排名

城市排名 户籍福利 教育水平 医疗卫生 社会保障 城市排名 非户籍福利 市政建设 公共设施 舒适度

1. 上海 35. 30 12. 12 4. 53 18. 66 1. 深圳 22. 17 1. 45 10. 60 10. 11
2. 北京 33. 53 9. 26 6. 26 18. 01 2. 天津 20. 35 8. 61 5. 05 6. 69
3. 深圳 29. 38 8. 67 6. 96 13. 75 3. 珠海 19. 16 3. 98 5. 57 9. 62
4. 杭州 26. 57 4. 99 6. 27 15. 32 4. 合肥 18. 98 5. 45 4. 53 9. 01
5. 天津 26. 19 8. 88 3. 44 13. 86 5. 福州 17. 91 2. 90 5. 91 9. 10
6. 东莞 25. 88 5. 87 8. 54 11. 47 6. 克拉玛依 17. 77 2. 42 10. 28 5. 07
7. 温州 25. 46 4. 67 6. 21 14. 58 7. 东莞 16. 68 3. 68 5. 18 7. 82
8. 宁波 25. 08 5. 26 5. 02 14. 80 8. 广州 16. 53 1. 61 5. 71 9. 20
9. 无锡 23. 77 6. 03 5. 03 12. 71 9. 鄂尔多斯 15. 57 4. 35 8. 66 2. 55
10. 苏州 23. 18 6. 53 4. 80 11. 85 10. 舟山 15. 36 2. 29 5. 69 7. 38

…… …… …… …… …… …… …… …… …… ……
279. 眉山 6. 07 1. 96 2. 24 1. 88 279. 漯河 2. 94 0. 37 1. 09 1. 48
280. 信阳 6. 03 2. 17 1. 85 2. 01 280. 商洛 2. 91 0. 61 0. 83 1. 48
281. 钦州 6. 01 2. 49 0. 72 2. 79 281. 来宾 2. 64 0. 29 0. 78 1. 57
282. 定西 5. 94 1. 89 2. 76 1. 29 282. 遂宁 2. 60 0. 87 0. 39 1. 33
283 商丘 5. 74 2. 14 1. 51 2. 10 283. 达州 2. 59 0. 10 0. 78 1. 72
284. 酒泉 5. 68 1. 57 3. 03 1. 08 284. 阜阳 2. 57 0. 68 0. 70 1. 19
285. 平凉 5. 61 2. 07 2. 94 0. 59 285. 安顺 2. 46 0. 34 0. 94 1. 18
286. 毕节 5. 58 1. 58 0. 57 3. 43 286. 资阳 2. 40 0. 79 0. 51 1. 10
287. 武威 5. 32 1. 77 1. 95 1. 59 287. 巴中 1. 88 0. 17 0. 63 1. 07
288. 陇南 3. 01 2. 21 0. 35 0. 45 288. 陇南 1. 65 0. 01 1. 00 0.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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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非户籍福利三级指标均为市辖区数据。

 

由于篇幅所限, 文中不再列出熵值法的具体计算步骤以及每个指标的熵值法权重, 感兴趣的读者可以与作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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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基本回归模型中所涉及的全部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含义和描述性

统计情况如表 2 所示。

表 2　 变量含义和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与赋值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落户意愿 愿意落户= 1, 不愿意或没想好= 0 　 0. 380 　 0. 485
解释变量

　 购房 自购商品房、 保障房、 小产权房、 自建房 = 1, 单位房、 租住
私房、 公租房、 借住房、 就业场所、 其他= 0 0. 244 0. 429

　 户籍福利 教育、 医疗卫生、 社会保障三个二级指标加权指数 18. 500 7. 050
　 非户籍福利 市政建设、 公共设施、 舒适度三个二级指标加权指数 11. 200 4. 150
控制变量

　 年龄 调查对象的年龄 (岁) 36. 000 10. 600
　 性别 男性= 1, 女性= 0 0. 511 0. 500
　 婚姻 已婚= 1, 未婚= 0 0. 814 0. 389
　 教育年限 接受正规学历教育的年数 (年) 9. 900 3. 130
　 本次流动时间 流动到本地的年数 (年) 6. 220 5. 990
　 党员 党员= 1, 非党员= 0 0. 034 0. 182
　 汉族 汉族= 1, 其他民族= 0 0. 071 0. 257
　 跨省流动 户籍地与本地非同一省份= 1, 其余= 0 0. 463 0. 499
　 省内跨市流动 户籍地与本地为同一省份但非同一地级市= 1, 其余= 0 0. 348 0. 476
　 雇主 雇主= 1, 受雇于雇主、 自营劳动者、 未工作= 0 0. 045 0. 207
　 自雇 自营劳动者= 1, 雇主、 受雇于雇主、 未工作= 0 0. 283 0. 450
　 受雇 受雇于雇主= 1, 雇主、 自营劳动者、 未工作= 0 0. 427 0. 495
　 承包地 户籍地老家有承包地= 1, 没有或不清楚= 0 0. 535 0. 499
　 宅基地 户籍地老家有宅基地= 1, 没有或不清楚= 0 0. 696 0. 460
　 愿意融入本地人中 完全不同意= 1, 不同意= 2, 基本同意= 3, 完全同意= 4 2. 330 0. 628
　 感觉本地人愿意接纳我 完全不同意= 1, 不同意= 2, 基本同意= 3, 完全同意= 4 2. 250 0. 623
　 感觉被本地人看不起 完全不同意= 1, 不同意= 2, 基本同意= 3, 完全同意= 4 0. 938 0. 732
　 所在城市人口规模 调查地城市市辖区的常住人口规模 (万人) 199 301
　 所在城市人均 GDP

 

调查地城市市辖区的人均 GDP (元) 64024 24546
　 所在城市产业结构 调查地城市市辖区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 1. 300 0. 716
　 所在城市市场化水平 调查地市辖区个体私营就业人数 / 城镇单位就业人数 1. 220 0. 673
　 所在城市就业率 调查地市辖区 (个体私营就业+城镇单位就业) / 常住人口 0. 373 0. 170

　 　 注: 1. 在全部农民工样本中, 表示 “愿意落户” 的占 38. 0%, “不愿意落户” 的占 35. 3%, “没想好” 的占 26. 7%。
2. 在全部农民工样本中, 自购商品房的占 18. 5%, 自购保障性住房的占 0. 839%, 自购小产权房的占 2. 44%, 自建房的
占 2. 58%。

四、 回归结果分析

1. 基本模型回归分析

基于上述分析和数据, 我们首先考察购房对农民工落户意愿的影响。 在回归模型中先只

加入购房解释变量, 暂时不纳入城市福利变量和交互项, 在不考虑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 初

步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 模型一和模型二分别报告了不纳入城市福利变量和交互项的 OLS
和 Probit 回归结果, 可以看出, 购房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 这说明, 拥有城市住房对农民

工的落户意愿有明显的负面影响, 从而可以初步验证假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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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购房与城市福利对落户意愿的交互作用初步检验

变量
模型一

OLS
模型二

Probit
模型三

Probit
模型四

Probit
模型五

Probit
购房 -0. 0539∗∗∗ -0. 1591∗∗∗ -0. 1541∗∗∗ -0. 6336∗∗∗ -0. 2458∗∗∗　

(0. 0036) (0. 0107) (0. 0107) (0. 0326) (0. 0139)
户籍福利 0. 0263∗∗∗ 0. 0210∗∗∗ 0. 0277∗∗∗

(0. 0012) (0. 0013) (0. 0012)
非户籍福利 0. 0054∗∗∗ 0. 0046∗∗∗ 0. 0049∗∗∗

(0. 0013) (0. 0015) (0. 0013)
户籍福利×购房 0. 0292∗∗∗

(0. 0020)
非户籍福利×购房 -0. 0019

(0. 0028)
城市人口规模×购房 0. 0001∗∗∗

(1. 41E-5)
年龄 -3. 85E-4∗∗ -0. 0012∗∗ -8. 86E-4∗ -0. 0012∗∗ -9. 79E-4∗

(1. 69E-4) (5. 02E-4) (5. 04E-4) (5. 05E-4) (5. 04E-4)
性别 -0. 0846∗∗∗ -0. 2460∗∗∗ -0. 1944∗∗∗ -0. 1942∗∗∗ -0. 1971∗∗∗

(0. 0084) (0. 0254) (0. 0257) (0. 0258) (0. 0258)
婚姻 0. 0142∗∗∗ 0. 0383∗∗∗ 0. 0350∗∗ 0. 0371∗∗∗ 0. 0372∗∗∗

(0. 0046) (0. 0135) (0. 0136) (0. 0136) (0. 0136)
教育年限 0. 0100∗∗∗ 0. 0298∗∗∗ 0. 0309∗∗∗ 0. 0294∗∗∗ 0. 0303∗∗∗

(0. 0005) (0. 0016) (0. 0016) (0. 0016) (0. 0016)
本次流动时间 0. 0034∗∗∗ 0. 0096∗∗∗ 0. 0102∗∗∗ 0. 0100∗∗∗ 0. 0104∗∗∗

(2. 60E-4) (7. 59E-4) (0. 0019) (0. 0019) (0. 0019)
党员 0. 0081 0. 0179 0. 0173 0. 0179 0. 0179

(0. 0079) (0. 0233) (0. 0233) (0. 0234) (0. 0234)
汉族 0. 0418∗∗∗ 0. 1220∗∗∗ 0. 1229∗∗∗ 0. 1246∗∗∗ 0. 1235∗∗∗

(0. 0056) (0. 0164) (0. 0165) (0. 0165) (0. 0165)
跨省流动 0. 0438∗∗∗ 0. 1282∗∗∗ 0. 0939∗∗∗ 0. 0904∗∗∗ 0. 0848∗∗∗

(0. 0044) (0. 0133) (0. 0132) (0. 0134) (0. 0135)
省内跨市流动 0. 0304∗∗∗ 0. 0926∗∗∗ 0. 1333∗∗∗ 0. 1272∗∗∗ 0. 1274∗∗∗

(0. 0042) (0. 0127) (0. 0130) (0. 0130) (0. 0130)
雇主 -0. 0226∗∗∗ -0. 0681∗∗∗ -0. 0876∗∗∗ -0. 0862∗∗∗ -0. 8420∗∗∗

(0. 0079) (0. 0234) (0. 0246) (0. 0247) (0. 0247)
自雇 -0. 0210∗∗∗ -0. 0594∗∗∗ -0. 0704∗∗∗ -0. 0631∗∗∗ -0. 0656∗∗∗

(0. 0042) (0. 0125) (0. 0142) (0. 0142) (0. 0142)
受雇 -0. 0012 -0. 0042 -0. 0315∗∗ -0. 0231∗ -0. 0272∗∗

(0. 0039) (0. 0116) (0. 0133) (0. 0133) (0. 0133)
承包地 -0. 0538∗∗∗ -0. 1592∗∗∗ -0. 1552∗∗∗ -0. 1542∗∗∗ -0. 1548∗∗∗

(0. 0031) (0. 0092) (0. 0093) (0. 0093) (0. 0093)
宅基地 -0. 0351∗∗∗ -0. 1029∗∗∗ -0. 1014∗∗∗ -0. 1004∗∗∗ -0. 1025∗∗∗

(0. 0034) (0. 0100) (0. 0100) (0. 0101) (0. 0101)
愿意融入本地人中 0. 1737∗∗∗ 0. 5378∗∗∗ 0. 5189∗∗∗ 0. 5189∗∗∗ 0. 5184∗∗∗

(0. 0030) (0. 0093) (0. 0101) (0. 0101) (0. 0101)
感觉本地人愿意接纳我 -0. 0146∗∗∗ -0. 0570∗∗∗ -0. 0612∗∗∗ -0. 0628∗∗∗ -0. 0619∗∗∗

(0. 0031) (0. 0093) (0. 0094) (0. 0094) (0. 0094)
感觉被本地人看不起 0. 0090∗∗∗ 0. 0285∗∗∗ 0. 0256∗∗∗ 0. 0252∗∗∗ 0. 0249∗∗∗

(0. 0021) (0. 0061) (0. 0061) (0. 0061) (0. 0061)
所在城市人口规模 7. 33E-5∗∗∗ 2. 03E-4∗∗∗ 1. 13E-4∗∗∗ 1. 22E-4∗∗∗ 7. 00E-5∗∗∗

(2. 39E-6) (6. 97E-6) (8. 24E-6) (8. 27E-6) (9. 25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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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3

变量
模型一

OLS
模型二

Probit
模型三

Probit
模型四

Probit
模型五

Probit
所在城市人均 GDP 对数 0. 0824∗∗∗ 0. 2557∗∗∗ 0. 0024 -0. 0187 0. 0018

(0. 0051) (0. 0152) (0. 0194) (0. 0194) (0. 0194)
所在城市产业结构 0. 0432∗∗∗ 0. 1256∗∗∗ 0. 0801∗∗∗ 0. 0832∗∗∗ 0. 0850∗∗∗

(0. 0019) (0. 0056) (0. 0059) (0. 0060) (0. 0060)
所在城市市场化水平 -0. 0264∗∗∗ -0. 0773∗∗∗ -0. 0602∗∗∗ -0. 0698∗∗∗ -0. 0674∗∗∗

(0. 0028) (0. 0083) (0. 0084) (0. 0084) (0. 0084)
所在城市就业率 1. 43E-4∗∗∗ 4. 14E-5∗∗∗ 3. 53E-5∗∗∗ 3. 97E-5∗∗∗ 3. 57E-5∗∗∗

(1. 24E-6) (3. 66E-6) (3. 68E-6) (3. 70E-6) (3. 69E-6)
R2 0. 136 0. 109 0. 113 0. 115 0. 114
样本量 101688 101688 101688 101688 101688

　 　 注:∗ 、∗∗、∗∗∗分别表示在 10%、 5%、 1%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回归标准误, 下同。

模型三报告了将城市户籍福利和非户籍福利加入回归后的结果, 可以发现, 购房的回归

系数与模型二的回归系数的大小和符号基本一致, 即保有城市住房对农民工落户意愿有显著

的负面影响。 城市福利指标中, 户籍福利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这一点与假设二相符, 更高

的户籍含金量当然使得农民工更愿意转变户口。 非户籍福利的回归系数也显著为正, 这与假

设二 “非户籍福利水平对农民工落户意愿的影响为负或不显著” 的判断不符, 也就是说,
尽管道路、 交通、 绿化、 生活设施等城市非户籍福利的享有不需要以拥有城市本地户口为条

件, 但如果这些非户籍福利水平高, 同样也会对农民工落户意愿有正面影响。
模型四添加了城市福利与购房的交互项。 购房、 户籍福利和非户籍福利等核心变量的回

归系数符号和显著性水平并未发生明显变化。 户籍福利与购房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

二者的交互效应存在。 也就是说, 拥有城市购房会提升城市户籍福利对农民工落户的促进作

用, 这与假设二相符。 非户籍福利与购房的交互效应为负, 并且不显著, 说明仅从初步检验

结果看, 没有证据表明拥有城市购房会提升城市非户籍福利对农民工落户的促进作用。
模型四还揭示出一个重要的结论: 考察购房对落户意愿的偏效应, 发现由于购房的回归

系数为负, 户籍福利与购房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正, 则随着城市户籍福利水平的提高, 购房

对农民工落户意愿的影响将由负转正, 转折点在户籍福利为 21. 68 (0. 633 / 0. 0292) 的位

置。 也就是说, 根据初步回归结果, 当城市的户籍福利小于 21. 68 时, 购房对落户意愿的影

响为负, 当户籍福利大于 21. 68 时, 影响为正。 根据表 1 的户籍福利值和排名可以发现, 户

籍福利大于 21. 68 的城市数量较少, 在全部地级以上城市中, 排名第 17 位的青岛市的户籍

福利值为 21. 70, 高于 21. 68 的临界值, 即只有在 17 个户籍福利较高的大城市中, 购房才对

农民工落户意愿有正面影响。
模型五进一步通过添加城市人口规模与购房的交互项对上述结论进行验证, 回归结果显

示, 城市规模与户籍福利的交互项为正, 而购房对落户意愿影响的转折临界点在 1678 万人

的城市规模, 也就是说, 在市辖区常住人口规模小于 1678 万的城市, 购房对农民工落户意

愿有负面影响, 而市辖区常住人口规模大于 1678 万的城市, 购房对农民工落户意愿有正面

影响。 根据统计数据, 全国市辖区常住人口在 1678 万以上的城市只有上海、 北京、 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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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万以上的城市也仅有上海、 北京、 重庆、 天津、 广州、 深圳、 武汉、 成都 8 个①。 虽然

模型五的结论中关于转折点出现的位置所对应的城市数量与模型六有一定出入, 但它们都反

映了同一个现象, 即农民工只有在少数户籍福利较高的特大城市购房, 才会对其落户意愿有

正面影响。 除此之外的绝大多数其他城市, 购房对落户的偏效应均为负。
2. 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

由于购房与落户意愿之间存在双向因果问题, 同时还有一些不可观察因素的遗漏, 上述

回归中的回归系数可能存在偏误。 因此, 用工具变量法重新对基本模型进行回归。 对于工具

变量的选择, 借鉴王春超、 张承莎的做法[37] , 选择被调查者所在城市的区中, 除自己以外

的其他被调查者的平均购房率作为购房行为的工具变量。 由于被调查的农民工所在区中其他

农民工的购房率与其自身的购房行为有关, 但与被调查者的落户意愿无关, 因此工具变量满

足内生性和外生性条件。 具体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 从模型回归结果看, Wald
检验拒绝了不存在内生性问题的原假设, 第一阶段回归的工具变量系数为正, 并且十分显

著, F 统计量远大于 10, 不存在弱工具问题。

表 4　 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模型六
ⅣProbit

模型七
ⅣProbit

模型八
ⅣProbit

模型九
ⅣProbit

第一阶段回归

所在城市的区除自己外其他人的购房率 0. 7921∗∗∗ 0. 1376∗∗∗ 0. 1412∗∗∗ 0. 1391∗∗∗

(0. 0067) (0. 0029) (0. 0035) (0. 0029)
第二阶段回归

购房 -0. 3296∗∗∗ -1. 5619∗∗∗ -1. 7706∗∗∗ -1. 3906∗∗∗

(0. 0308) (0. 1880) (0. 2134) (0. 1851)
户籍福利 0. 0258∗∗∗ 0. 0160∗∗∗ 0. 0187∗∗∗ 0. 0170∗∗∗

(0. 0012) (0. 0016) (0. 0019) (0. 0016)
非户籍福利 0. 0056∗∗∗ -0. 0040∗ -0. 0044 -0. 0024

(0. 0013) (0. 0024) (0. 0029) (0. 0024)
户籍福利×购房 0. 0552∗∗∗ 0. 0582∗∗∗ 0. 0511∗∗∗

(0. 0056) (0. 0058) (0. 0055)
非户籍福利×购房 0. 0331∗∗∗ 0. 0424∗∗∗ 0. 0263∗∗∗

(0. 0075) (0. 0091) (0. 0074)
其他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 139 0. 136 0. 167 0. 137
Wald

 

test
 

chi2 值 36. 56 25. 32 27. 86 17. 61
(P-value) (P= 0. 000) (P= 0. 000) (P= 0. 000) (P= 0. 000)
样本量 101688 101688 74555 101688

模型六为不添加交互项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回归结果显示, 核心解释变量的符号和显

著性水平均符合研究假设。 模型七为添加了交互项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在核心变量中, 购

房、 户籍福利及其与购房交互项的回归系数符号和显著性水平均符合预期并与模型六相一

致。 由购房、 户籍福利与购房的交互项计算的购房对落户意愿的偏效应转折点发生了略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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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 8 个城市中的农民工数量在整个样本中的农民工占比为 23. 5%。 以目前可得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作为总体,
全国常住城市而户口在农村的乡城迁移人口共计 14541 万人, 在上述城市中的共计 3036. 7 万人, 占比为 20. 9%, 该
指标与本文使用的样本在上述特大城市中的农民工占比 (23. 5%) 出入较小, 说明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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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 购房偏效应由负转正的点从模型六的 21. 68 提升到了 28. 26, 结合表 1 可知, 只有在

上海、 北京、 深圳三个户籍福利大于 28. 26 的城市, 拥有城市住房对落户意愿的偏效应才会

为正。 非户籍福利及其与购房的交互项发生了变化, 其中非户籍福利系数符号为负, 并且显

著性水平下降, 仅在 10%水平上显著, 这验证了研究假设二的判断, 即非户籍福利对农民

工落户意愿为负或不显著, 而模型四的结论很可能是因为未考虑内生性问题所造成的偏误。
非户籍福利与购房的交互项符号为正, 并且在 1%水平上显著, 这可能是由于非户籍福利虽

然不依赖户籍获得, 但其获取需要基于一定的区位因素, 购房可以提升农民工享受非户籍福

利的确定性和便捷性, 并间接提升了农民工在城市落户的意愿。
接下来对模型的稳健性进行简单的检验。 一方面, 考虑更改被解释变量落户意愿的设置

方式, 调查中回答 “愿意落户” 的仍然取值为 1, 明确表示 “不愿意” 的取值为 0, 同时删

除所有回答 “没想好” 的样本。 新的回归结果列在模型八中, 样本数量变为 74555 个。 从

结果上看, 相对于模型七, 除了非户籍福利的系数由 10%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变为不显著外,
其余核心解释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水平均保持一致。 另一方面, 我们将购房解释变量改为仅

自购商品房的样本取值为 1, 其余取值为零。 新的回归结果列在模型九中, 购房解释变量的

系数仍然为负, 并且十分显著, 其余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也与模型七基本一致, 表明回

归结果是稳健的。
3. 异质性分析

之前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是将所有样本放在一起进行回归, 得到的是购房和城市福利对

农民工落户意愿的平均效应。 但是, 农民工是一个异质性很强的群体, 对于不同受教育水平

和职业类型的农民工, 各核心解释变量的影响效果可能不尽相同, 因此对样本分组分别进行

工具变量回归, 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十

未受过高等教育
模型十一

受过高等教育
模型十二

受雇
模型十三

自雇
模型十四

雇主

购房 -1. 4940∗∗∗ -2. 0992∗∗∗ -0. 8171∗∗∗ -1. 9891∗∗∗ -3. 0486∗∗∗

(0. 2103) (0. 4820) (0. 051) (0. 430) (0. 9192)
户籍福利 0. 0160∗∗∗ 0. 0137∗∗∗ 0. 0156∗∗∗ 0. 0225∗∗∗ 0. 0064

(0. 0017) (0. 0048) (0. 0018) (0. 0039) (0. 0102)
非户籍福利 -2. 98E-3 -0. 0237∗∗ 4. 06E-4 -0. 0073 -0. 0372∗∗

(0. 0067) (0. 0092) (0. 0020) (0. 0048) (0. 0156)
户籍福利×购房 0. 0533∗∗∗ 0. 0650∗∗∗ 0. 0343∗∗∗ 0. 0741∗∗∗ 0. 0872∗∗∗

(0. 0067) (0. 0109) (0. 0029) (0. 0166) (0. 0230)
非户籍福利×购房 0. 0310∗∗∗ 0. 0524∗∗ 0. 0062 0. 0398∗∗∗ 0. 0902∗∗

(0. 0079) (0. 0220) (0. 0041) (0. 0133) (0. 0386)
其他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 129 0. 142 0. 120 0. 115 0. 125
Wald

 

test
 

chi2 值 18. 06 8. 24 2. 14 14. 84 8. 10
(P-value) (0. 000) (0. 004) (0. 143) (0. 000) (0. 004)
样本量 88069 13619 50416 28711 4544

　 　 注: 模型十二的 Wald 检验不能拒绝外生性, 因此该两列报告的结果为 Probit 回归结果。

·64·



邹一南: 购房、 城市福利与农民工落户意愿

　 　 模型十和模型十一分别显示了未受过和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民工样本的回归结果。 可以发

现, 按教育水平分样本回归结果相对于模型七的全样本回归结果, 其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符

号和显著性水平特征均得到保持, 但在数值大小上有一定区别。 相对于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农

民工, 购买城市住房对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民工落户意愿的负面影响更大, 这说明购买城市住

房使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民工更不愿意落户城市。 对此现象的解释是: 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民工

是更有自信的一类农民工群体, 他们更少地有 “不被本地人接纳” 和 “被本地人看不起”
的感受。 根据表 3 基本模型中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感觉本地人愿意接纳我” 的系数为

负, “感觉被本地人看不起” 的系数为正, 说明越感到 “不被本地人接纳” 和 “被本地人看

不起” 的农民工, 越有落户意愿, 越希望通过落户来寻求身份认同感和安全感。 对于受过

高等教育的农民工, 其本身的不被接纳感和被歧视感就弱, 通过落户获得认同感的需要也就

更弱, 而购房对这种融入感的强化效应使其更加不需要通过转户来获得身份地位等方面的认

同。 表 3 中 “愿意融入本地人中” 的系数为正, 说明越有强烈的希望融入本地人愿望的农

民工, 落户意愿就越强, 而购房可以看成是一种对融入本地人预期的实现, 因此购房后这种

渴望融入本地人的愿望就会减弱, 落户意愿也就随之下降。 两类农民工的户籍福利系数均为

正, 从交互项系数来看, 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民工户籍福利与购房的交互效应比未受高等教育

的农民工更强, 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民工非户籍福利项系数显著为负, 但非户籍福利与购房的

交互效应显著为正, 并且大于未受高等教育的农民工。
模型十二、 十三、 十四分别显示了受雇、 自雇和雇主三种职业类型的农民工样本的回归

结果。 可以发现, 拥有城市住房对这三种职业类型农民工的落户意愿影响均为负, 而雇主的

负面影响最大、 自雇者其次、 受雇者最小。 这一现象的解释仍可归结为城市融入感, 即经济

地位更高的农民工有着更强的城市融入感, 购房强化了这种感受, 使其更不需要通过转户来

获得身份地位的认同。 由于在经济地位方面, 雇主依次高于自雇者和受雇者, 因此作为雇主

的农民工 “不被本地人接纳” 和 “被本地人看不起” 的感受就更弱, 对尽快 “融入本地

人” 的渴望就更低, 落户意愿就会更弱, 而购房更加强化了雇主农民工的这种感受, 使其

落户意愿相对于自雇和受雇的农民工而言的减弱的程度就更强。 这三类农民工样本的户籍福

利系数均为正, 但雇主样本的系数不显著; 受雇者的非户籍福利系数为正但不显著, 自雇者

的非户籍福利系数为负且不显著, 雇主的非户籍福利系数显著为负。 对此的解释是, 拥有较

高的经济地位的雇主不会被有限的城市福利所吸引而选择落户, 越是经济地位较低的农民

工, 越会为了更高的城市福利而选择落户。 三类农民工的两个交互项系数均为正, 但受雇者

样本的非户籍福利与购房交互项系数不显著。

五、 对农民工落户意愿特征的进一步分析

1. 购房对外来市民和农民工落户意愿的影响对比

前面的分析表明, 购买城市住房对农民工的落户意愿有负面影响, 对农民工群体的异质

性分析结果也表明, 经济条件更好的农民工群体, 购房对其落户城市意愿的负面影响更大,
这验证了理论分析部分 “假设一” 对农民工人生理想的分析, 即农民工追求从 “小农”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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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资” 转变而非向城市产业工人转变, 在具备一定的经济条件时, 他们倾向于更多地买房

置业而非在制度上转变为市民, 因而即使在城市稳定就业居住了也不愿意为城市户口放弃农

村户口。 为了进一步验证假设三, 即购房对农民工和外来市民落户意愿影响的不同, 我们对

外来市民与农民工两个样本分别进行回归分析, 并对比两个样本回归中购房变量的系数。
选取 2017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中, 户籍为非农户口或非农转居民户口且

户籍地不在本地的样本, 共 17417 个。 对这些外来市民构成的样本进行回归, 得到的结果列

在表 6 中。 可以发现, 无论是在简单回归、 仅添加城市福利变量还是添加交互项和其他控制

变量的情况下, 购房变量的 Probit 和 IVProbit 系数都为正。 这表明, 作为本身就拥有城市户

籍的外来市民来说, 其人生目标与农民工截然不同, 购房只是他融入城市的第一步, 在满足

正规住房需要之后, 他们下一步的目标就是在身份上真正成为一个大城市人。 因此, 与农民

工购买城市住房后对其落户意愿有负面影响相反, 购买城市住房对外来市民的落户意愿有促

进作用, 回归分析的结果验证了假设三。 同时, 在城市购买住房会放大户籍福利对落户意愿

的促进作用, 但是购房并不会放大非户籍福利对落户的促进作用。

表 6　 购房和城市福利对外来市民落户意愿的影响

变量
模型十五

OLS
模型十六

Probit
模型十七

Probit
模型十八
IVProbit

购房 0. 0501∗∗∗ 0. 1588∗∗∗ 0. 2637∗∗∗ 0. 4483
(0. 0076) (0. 0240) (0. 0707) (0. 5677)

户籍福利 0. 0203∗∗∗ 0. 0239∗∗∗

(0. 0033) (0. 0043)
非户籍福利 0. 0165∗∗∗ 0. 0303∗∗

(0. 0042) (0. 0117)
户籍福利×购房 0. 0237∗∗∗ 0. 0131

(0. 0035) (0. 0091)
非户籍福利×购房 -9. 56E-4 -0. 0388

(6. 27E-3) (0. 0306)
其他变量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 187 0. 161 0. 169 0. 136
Wald

 

test
 

chi2 值 1. 61
(P-value) (0. 205)
样本量 17417 17417 17417 17417

户籍福利和非户籍福利变量的系数也显著为正, 户籍福利与购房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

正, 而非户籍福利与购房的交互项系数为负且不显著。 这表明, 外来市民同样关注城市的福

利水平, 更高的户籍含金量和非户籍福利都有助于其提升落户意愿。
2. 购房对农民工落户和留居意愿影响对比

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但不一定不愿在城市留居, 购房和城市福利对其留居意愿的影

响可能与落户意愿有所不同。 根据 2017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将问卷中 “今

后一段时间, 您是否打算留在本地” 作为被解释变量, 选择 “是” 的取值为 1, 选择 “否”
和 “没想好” 的取值为 0, 删除空白样本, 共得到 86398 个样本。 将农民工留居意愿对五个

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回归, 表 7 中模型十九的结果显示, 拥有城市住房对农民工留居意愿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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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显著为正, 与其对落户意愿的影响相反。 购买城市住房使农民工获得了很强的城市融入

感, 自然愿意继续在城市留居, 对比购买城市住房对农民工落户意愿强烈的负面影响, 则可

以印证我们对农民工希望追求在城市留居并保有城市住房和农村户口的人生理想的假设。

表 7　 购房和城市福利对农民工留居意愿的影响

变量
模型十九 模型二十 (Mutinominal

 

Logit)
打算继续留居 留居 3—5 年 留居 5—10 年 留居 10 年以上 定居

购房 0. 2906∗∗∗ 0. 5095∗∗∗ 1. 2046∗∗∗ 1. 8195∗∗∗ 2. 8113∗∗∗

(0. 0299) (0. 0824) (0. 0850) (0. 0787) (0. 0758)
户籍福利 0. 0093∗∗∗ -0. 0206∗∗∗ -0. 0347∗∗∗ -0. 0207∗∗∗ -0. 0167∗∗∗

(0. 0027) (0. 0044) (0. 0057) (0. 0051) (0. 0046)
非户籍福利 0. 0083∗∗∗ -0. 0123∗∗ -0. 0056 -0. 0069 0. 0050

(0. 0031) (0. 0049) (0. 0062) (0. 0055) (0. 0050)
其他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 109 0. 158 0. 158 0. 158 0. 158
样本量 86938 62134 62134 62134 62134

进一步考察城市购房对农民工不同留居时间选择的影响。 基于删除对未来留居意愿表示

“没想好” 的样本, 以打算留居 1—2 年为对照组, 进行 Mutinominal
 

logit 回归, 回归结果见

模型二十。 发现在城市购房对农民工长期留居有显著的正面作用, 并且随着选择留居时间的

延长而增强。 这表明, 购买城市住房对农民工长期留居城市的意愿与落户意愿有相反的影

响, 而这种看似矛盾的心态也进一步反映出农民工独特的人生理想, 即在城市长期留居的同

时保留农村户口, 实现从 “小农” 向 “小资” 的转变, 而非从农民向产业工人转变。

六、 结论和启示

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其中最重要的任务是农民工的市民化, 而农民工市

民化的重要标志是在城市落户, 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也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政策目标。 但农

民工普遍落户意愿不强是这一目标实现的关键阻碍, 而城市住房和城市福利水平是影响农民

工落户意愿的重要因素。 本文基于 2017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利用工具变量,
对农民工落户意愿进行回归分析发现, 除了在极少数户籍福利水平很高的特大城市之外, 绝

大多数城市的农民工在购买了城市住房后都会有明显更弱的落户意愿, 购买城市住房满足了

农民工从 “小农” 向 “小资” 转变的心理需求, 使其落户的需要被弱化。 更高的户籍福利

对农民工落户城市的意愿有正面影响, 非户籍福利则没有这种正面影响, 但是购买城市住房

与两类城市福利都存在交互作用, 即购房都放大了户籍福利和非户籍福利对落户意愿的促进

作用。 分样本回归的结果表明, 更年轻、 受过高等教育、 就地转移和作为雇主的人力资本禀

赋和社会地位更高的农民工在城市购房后落户意愿显著减弱。 总之, 如果以拥有城市住房和

高人力资本禀赋作为更强落户能力的标志的话, 则最有落户条件的农民工反而更不愿意在城

市落户, 落户只是那些没有城市住房且自身条件较差农民工的选择。 进一步通过对比购买城

市住房对农民工和外来市民落户意愿的影响, 以及购房对农民工落户意愿和留居意愿的影响

差异后发现, 落户城市并非农民工群体的奋斗目标, 而同时保有城市住房和农村户口并在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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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水平较高的城市长期留居则是其理想生活状态。
以上研究结论对未来农民工市民化政策制定和户籍制度改革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第一, 应通过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改善各类城市的福利水平, 尤其应着力提升各类城市特

别是中小城市的教育、 医疗、 公共卫生、 社会保障和就业服务等软性公共品的供给水平, 增

加城市的吸引力, 使落户城市能够给农民工带来切实的好处, 从而提升其落户意愿。
第二, 将农民工落户政策由 “有能力者优先” 调整为 “有需要者优先”。 从研究结论上

看, 购买了城市住房的农民工落户意愿更弱, 并且在受过高等教育、 作为雇主的人力资本禀

赋和社会地位更高的农民工身上表现得更突出, 因此有能力落户的农民工并非有更强的落户

意愿。 实施 “有能力者优先” 的落户政策不仅无法增加落户数量, 而且存在道义上的缺陷,
因为落户不同于跨国移民入籍和申领绿卡, 在一国内部的人口迁移上采取能力筛选机制有失

公平正义。 有鉴于此, 各类城市应取消对落户重点人群的认定, 取消各种能力导向的地方性

落户政策, 最大限度地实现有需要者落户。 对于中小城市, 由于农民工的落户意愿并不强

烈, 实施 “有需要者落户” 并不会出现扎堆落户和财政压力骤增现象; 对于少数特大超大

城市, 为避免短期内落户压力过大, 可以继续保留积分落户政策, 但应对积分设置规则进行

大幅度修改, 剔除学历、 职称等带有能力倾向性的加分项目, 切实做到以合法稳定就业和居

住年限为主要的积分依据。
第三, 反思农民工市民化战略, 将户籍市民化目标调整为常住市民化目标。 在户籍制度

不断深化改革的背景下, 越来越多的福利已经从城市户口上剥离出来, 农民工凭借居住证能

享受的城市福利已越来越多。 从长远来看, 一味地强调落户数量, 突出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

的重要性意义已经不大, 效果也不会十分理想。 因此, 应将户籍市民化目标调整为常住市民

化目标, 在政策上应更关注提升常住城市的农业转移人口的福祉, 给予其与市民均等化的公

共服务, 进一步淡化户口在城市福利分配中的重要性和在市民化政策制定中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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